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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与结构转型：基于不同收入阶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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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结构转型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体结构及其变迁的阶段性、内生性和

动态性。在概括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结构转型的独特视角和方法的基础上，首先使用跨国数据，静态比较

不同收入阶段经济体的土地、人口、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差异性，然后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定量研究人

均收入水平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和能源结构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识别出结构转型拐点大

多出现在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高收入阶段。揭示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结构转型的突变性和重要性，有

助于认识和理解当前处于转型期和跨越期的中国所经历的结构转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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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下，中国成为全球惟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形成一种

少见的“衰退式追赶”[1]。“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阶段，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在这一关键

期，正确认识当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特征，判断结构及其转型速率的合理性，对于把握中长期经

济发展趋势，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结构和结构转型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也是现代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纵

观历史上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比如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虽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路径

与策略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地成功实现了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反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

家，不仅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失衡，也发生了债务危机、贫富差距扩大、贫困率和失业率

上升等现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引起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和

社会危机。拉加经委会预测，2020年拉美地区的人均GDP将跌落到 2010年水平，贫困率上升到 2006

年水平，这将意味着在经济上失去了 10年，在社会发展上倒退了 15年①。Gill等首次提出“中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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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时[2]，便指出东亚国家要继续实现繁荣必须经历三种转型：生产结构从多样化向专业化转变；

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教育系统从培养工人技能使之适应新技术向培养工人自己设计新产品、新

工艺转变。

关于结构转型、经济增长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不同经济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结构转型的理论

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也就

是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

和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其理论框架被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一个新古典框

架”[3]。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阶段和禀赋结构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意味着禀赋结构的

不同，进而直接关系到地区产业结构转型方向和路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十四五”

期间，地方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时，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和

经济结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将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通过文献和数据梳理，了解不同收入阶段的禀赋

特征，以及发展阶段改变对其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相比较于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卡尔多事实、库兹涅

茨曲线等，本文更加关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收入阶段转变与结构转型的关

系，以及经济结构转变的拐点对应的收入阶段。在总结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十四五”

时期的发展阶段与战略目标，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二、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结构转型研究

新结构经济学立足于并系统总结于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

际经验，主张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也就是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方法，来研究经济体

的经济结构和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涵盖了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和经济运

行，包括从一个经济体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以及从不同发展程度国

家结构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关系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这里所指的经济结构

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

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

度安排的结构。结构的内涵是指具有异质性的因素的组合，例如在单一部门的宏观模型中，就没有产

业结构的概念。所以，技术结构指各种不同技术的组合，产业结构指各种不同产业的组合，同样的，

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结构也是指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组合，一个经济体是各种结构层层叠

加、相互交错组成的[4]。

区别于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和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新结构经

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研究也是整个新结

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内容[5]。但是，相较于库兹涅茨曲线和卡尔多事实等结构转型事实，新结

构经济学想要研究的更重要的结构问题是：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发达国

家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劳动生

产率水平相对低的自然资源产业，如农业和劳动相对密集的制造业；第二，在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类

型的产业所使用的技术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同时制造业内部不断往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升级；第

三，在发展过程中，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和软的制度安排，如金融、法律、社会组

织、价值观等结构也不断演变。新结构经济学希望有一个可以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一个

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转型都能内生化，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里给予自洽的解

释的理论体系[4]。

另外，区别于主流经济学文献从需求偏好、技术进步率、国际贸易、创新等不同角度解释结构转

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导致结构转型的最根本的变量，是一个国家在任一个时点上给定、随着时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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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5]。一个国家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

数据等。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各种要素禀赋的相对量不同，所以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的结构

不同。随着时间的迁移，要素禀赋丰裕度不断变化，不同要素禀赋增长速度不一样，导致要素禀赋结

构的改变。因此，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与之相对应

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发生变化。Ju等构建了一个包含无穷多个产业的内生增长模型，刻

画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驱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机制[6]。进一步加入劳动力技能，Wang等基于产业对

高技能劳动力的不同需求，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解释了产业结构不断朝着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方向转变

的现象[7]。欧阳志刚等使用中国省际和行业层面数据，通过随机森林模型，发现不同行业的要素投入

度和发展程度不同，而且地区应根据行业要素结构特征选择优先发展的行业和发展的路径[8]。

再次，从研究思路来看，与学界惯常采取的那样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差异都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扭曲不同，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更关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在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层面的结构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产生的原因，并且思考如何

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推导出内生的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从发展的、结构的、内

生的视角去看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诸多“不足”与“扭曲”，从而得出与现有主流经济学观点所不同的

结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研究方法层面的不同。比如相较于单部门模型，新结构经济学更希望将结构

的差异性引入到现有的无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9]。在解释产能过剩和周期波动时，林毅夫等认为这是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对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认知较为一致，且采

用已经成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容易产生投资扎堆，即“潮涌现象”[10]。在研究中国的需求结构演变

时，郭熙保等从发展阶段出发，认为中国需求结构的变化规律以及需求结构拐点符合中国的发展阶段

和经济增长特征，具有合理性[11]。

最后，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强调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主张“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

归[12-13]。这是因为市场有效才能正确地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保证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但市场

中总是存在一些外部性和交易成本，这时候就需要有为政府采取措施，包括优化资源配置、纠正市场

失灵、激励先行者等，甚至在关系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科技创新方面，国家需要发挥组织者作用，

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王勇等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概念进

行了界定，即“有效市场”是指通过价格信号和机制使得资源配置能够达到帕累托有效的市场制度安

排，“有为政府”是指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有效地

培育、监督、保护、补充市场，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公平，增进全社会各阶层的长期福利水平[14]。朱

兰等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基于三类要素、五大产业和多层级政府，提

出了一个促进区域内城市之间产业融合的逻辑一致的政策分析框架[15]。

综上，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研究发展阶段和结构变迁特征，一方面要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分析

中等收入阶段国家与其他收入阶段国家的差异，另一方面在分析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

等其他结构的时候，不仅要横向对比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结构差异，而且要从动态的视角分析中等收

入阶段内部的结构变迁过程，以一个长期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结构变迁在不同收入阶段出现的转折。

因此，尽管主流经济学关于不同结构变迁的现象以及理论已经十分丰富，本文是在横向对比不同收入

阶段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与结构转型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差异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结构变迁

拐点出现的收入阶段，以期了解结构转型的一般规律，判断不同收入阶段经济结构转型速度和结构特

征的合理性。

三、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的静态比较

新结构经济学将禀赋定义为在当前给定的、对决策者的决策有影响的变量。按这样的定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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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劳动者在目前的生产、生活、社会互动中会形成一定的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

网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和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风俗等，以及所

在的地理位置、气候等也都是禀赋。但是，在所有的禀赋结构中，决定生产成本的要素禀赋是最核心

的[16]。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变化，生产要素的概念范畴也从最初的二元论（土地和劳

动）变为五元论（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数据）[17]。本文将主要比较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五种要

素禀赋的基本特征，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收入阶段划分依据是

世界银行人均GNI（AC+as法）标准，主要数据也来源于世界银行。

1. 土地要素。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财富之母”[18]，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要素。第一次工业

革命之后，作为物质资本的机器设备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土地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但是由于农业生产

和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农业用地面积和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比值基本不

变，1960-1992年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基本在 35%~40%之间，耕地面积占比维持在 10%左右（图 1）。

近年来，高收入国家的农业用地和耕地面积占比开始不断下降，但降幅基本在 5个百分点以内。农业

用地面积占比的基本相同，意味着工业用

地面积占比也相似。但是，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高，城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工业和

服务业占比也同步提高。工业用地土地总

量的不变，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工

业或城市用地大幅度拓展经济空间的可能

性不断降低，工业用地成本和房地产价格

不断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与

2010 年相比，截至 2019 年第 4 季度，主要

国家住宅房地产市场实际价格都有所增长，

其中，发达国家平均上涨 18.80%，欧元区

国家平均上涨 5.42%，新兴经济体也平均上

涨了14.24%，美国甚至上涨了31.39%。

2. 人口要素。人口要素包括了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人口数量依赖于生育率、死亡率和预期寿命

等因素，人口结构则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等异质性因素的组合。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水平随着人均

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从人口数量而言，朱兰等分析了不同收入组国家的生育率、死亡率、预期

寿命和人口增长率，结果发现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预期寿命随

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人口增长率总体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在不同收入阶段

内部的变化幅度则明显不同[19]。不同的生育率、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组合导致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出

现差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年龄在 15~64岁的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值具

有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经济体中 15~64岁人口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直至顶峰，被视为经济体经济增长

的“人口红利”时期，即经济体拥有充足的劳动人口，人工成本相对较低。这与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

和人口出生率较高重合有关，新生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得人口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但是，到了高收

入阶段，由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较长的预期寿命，社会中老年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

但是，划分不同的收入阶段，尽管高收入国家有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但其劳动人口比重扔高

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这可能是由于高收入国家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年轻劳动力流入。低收

入阶段虽然新生儿出生率高，但由于死亡率也较高，这阶段人口的年龄构成变化不大，15~64岁人口

占比变动比较平稳。中等收入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少儿抚养比显著下降，老年抚

图1 不同收入阶段的土地要素①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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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收入组的人口年龄结构①

3. 资本要素。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且资本服从边际报酬递

减规律。资本的增加取决于每一期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以及剩余中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相对而言是

一个快变量。图 3也画出了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资本形成速率和人均资本存量。从图中可以看出，不

同收入阶段的人均资本存量具有明显差异，高收入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

入国家，而且高收入国家的人均资本的增长速度也最快。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但是从资本形成速度来看，所有国家的资本形成速度具有周期性和波动性。但总体而言，

1990年后中等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速度加快，2010年后增速开始下降；高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速度相

对平稳，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低收

入国家的资本形成速度波动性下

降，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基

本不变，呈现出增长停滞的特征。

4. 技术要素。技术进步来源于

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一般而言，

高收入阶段国家的技术进步来源于

自主研发，中低收入国家的技术进

步来源于技术模仿和引进。图 4对

比了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研发支

出、研发人员和高科技产品出口。

很明显，高收入国家的研发支出占 图3 不同收入阶段的资本要素①

朱兰：发展阶段与结构转型：基于不同收入阶段的比较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养比和老龄化占比缓慢上升，15~64岁年轻人口所占比重则显著提高。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人口结构

有明显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红利”叠加的现象（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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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比值、每百万人R&D研发人员数目和高科

技产品出口额（现价美元）都最高，尤其是每

百万人R&D研发人员数目，远远高于中等收入

经济体。朱兰使用专利引文数据构建国家创新

能力，发现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国家创新能力

存在差异[20]。相较于中等收入阶段国家而言，

高收入阶段国家的专利数量、专利质量、知识

创造和传播的本土化水平更高，发明者之间的

集中度更低、原创性程度更高、技术周期更短。

而且，中下等收入阶段和中上等收入阶段国家

的国家创新能力指标也存在较大差异。相较于

中下等收入阶段，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本土化水平更高，

发明者集中度相对较低、原创性程度相对较高、

技术周期相对更短，国家创新能力更接近于高

收入阶段。

5. 数据要素。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数据成为驱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

的核心要素。数据要素不仅将像劳动、资本和

技术一样，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各环节以及制造与服务等各场景，还将赋

予其它生产要素更多的能量，其对生产力发展

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将超过其他几个生

产要素[21]。目前，数据要素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分布并不均匀，在国际间呈现出不同的数据要素禀赋结

构。根据思科公司发布的《视觉网络指数》报告可知，2017-2022年亚太地区的 IP流量增速最快，从

2017年的每月 35EB上升到 2022年的每月 147EB，增速超过 400%；北美地区 IP流量保持第二大份额，

从 2017年的每月 35EB增长到 2022年的每月 90EB，增长约 250%；西欧地区保持第三大份额，从 2017

年的每月 15EB增长到 2022年的每月 41EB，增长了约 270%；拉美地区、中东欧、中东和非洲地区 IP

流量较低，预计到 2022年每月流量不超过 20EB。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在全球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2019年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在世界分布也不同，38%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分布在美国，中国和日

本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分别为10%和7%。

相比较而言，从要素丰裕度的变化速度来看，土地是一个慢变量，物质资本是一个快变量，人口

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变动速度处于土地和物质资本之间，技术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变量，而数据作为一个

新变量，其增长速度最快。从要素变动趋势来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土地

数量基本是不变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单调递增，人口数量则会出现倒U型曲线，数据

呈指数式增长。综合来看，从土地、资本、人口、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要素丰裕度存在较大差

异，将异质性的要素进行组合可以得到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可表现为土地与劳动、资本与劳动、技

术与资本的不同比值。如果进一步将资本细分为 ICT资本和非 ICT资本，将劳动力划分为高技能劳动

和低技能劳动力等，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会更加明显。而且处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段的

发展中国家与高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区别，不仅是数量上的差异，还是质量上

图4 不同收入阶段的技术水平①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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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因此，在分析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增长路径时，需要从自身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

结构考虑。

四、经济结构转型的收入阶段识别

（（一一））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李晓鹏将“恩格尔系数”的需求变动规律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供给侧分析结合起来，提出

了“结构化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22]。这一分析框架中不仅包含了经济总量的增减问题，还包含了经

济结构的变化和分配结构的信息。产业结构变动进一步推动能源需求的变化，因此，本文在借鉴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分析发展阶段和结构转型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Yi, t = ∂ + β1 Pgdpi, t + β2 Pgdp2
i, t + δi + τt + εi, t

其中，Yi, t衡量一国在 t年的经济结构，包括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能源消耗结构。其

中，需求结构使用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值，产业结构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收入分配结构使用基

尼系数表示，能源消耗量使用单位GDP能源消耗量（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千克石油当量）。人均GDP

使用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 （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同时加入了人均GDP的二次项，研究人

均GDP变化对经济结构演变的非线性影响。模型同时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 τt和国家虚拟变量 δi，控制

时间和国家层面的固定特征。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表 1列出了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产业

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能源消耗都出现了转

折点。用消费投资比衡量的需求结构随着人

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U型分布，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值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型

分布，基尼系数与人均收入水平呈 U 型分

布，能源消耗量随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型分

布。上述经济结构的演变都内生于这一阶段

的禀赋结构。一般而言，在低收入阶段，资

本相对稀缺，劳动比较丰裕，以农业生产为

主，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只能够维持基本的生

存消费水平，没有多余的收入用于储蓄，因

而，储蓄率较低，消费率高，投资率较低，经济增长必须依靠资本积累的其他方式，比如外部借贷或

国外援助等。社会整体收入差距较小，基尼系数较低，每单位GDP能源消耗也较少。但是，随着收入

水平的提高，产业逐渐从农业向初级工业品转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逐渐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的

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也有了多余的收入用于储蓄，从而进行投资。而且，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

为了追赶发达经济体，实现经济赶超，他们有更大的动机抑制当前消费，进行储蓄，提高投资率，加

快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增长，每单位能源消耗量也增加。与此同时，由于资本和劳动边际回报不

同，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基尼系数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工业体系的健

全，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概念发生转变，消费需求从简单

的满足吃穿用行等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转变为更高质量、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精神文化物质需要，对

环境的要求也提高。随着清洁技术的提高，每单位GDP能源消耗量下降。这阶段，尽管富裕国家有更

高的储蓄能力，但是居民往往更没有通过储蓄来积累财富的欲望，当前的消费可能更具有吸引力。因

此，高收入国家的消费率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消费投资比提高。

参数

Pgdp

Pgdp_sq

Constant

N

R2

（1）

需求结构

-0.133**

(0.055)

0.001*

(0.000)

6.037***

(0.668)

4327

0.001

（2）

产业结构

0.127***

(0.045)

-0.002***

(0.000)

19.111***

(0.310)

4070

0.081

（3）

收入分配结构

-0.563***

(0.072)

0.007***

(0.001)

45.038***

(0.692)

1200

0.064

（4）

能源消耗

0.360***

(0.018)

-0.002***

(0.000)

3.464***

(0.228)

3420

0.151

注：***、**、*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 1%、5%、10%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1 收入水平与经济结构

朱兰：发展阶段与结构转型：基于不同收入阶段的比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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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结构转型的拐点识别结构转型的拐点识别：：历史统计历史统计

除了上述的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本文更关注结构转型出现的收入阶段。郭熙

保等、朱兰等通过对比分析发达经济体在不同收入阶段的人口增长率，发现人口转型的拐点出现在中

高收入阶段[19][23]。郭熙保等分析世界不同收入组国家和中国的需求结构演变规律，发现消费投资比的

拐点也出现在中高收入阶段[23]。由于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最优的产业结构，进而决定了经济体的金融

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制度结构等。本文重点关注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拐点出现的收入阶段。

产业结构大多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或者就业人数占比之间的比值和差

值来衡量。劳动力的去工业化，被视为所有成熟工业化国家的特征[24]。去工业化是工业就业份额的稳

步下降，而不是工业增加值份额下降。Rodrik通过跨国数据，发现了拉美等国“过早去工业化”的现

象，但作者并没有识别具体去工业化的收入阶段[25]。艾肯格林等比较制造业就业份额占比在8年前和8

年后的年度增长率，如果 8年前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占比均为正，8年后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占比均为负，

就将制造业产业占就业份额的该峰值年份作为去工业化历程开始的时间，表 2第 1列列出了艾肯格林

等识别的主要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历程开始的时间[24]。从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和英国工业劳动力份额的

下降在1961年之前发生，去工业化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大多数发达国家，如比利时、丹麦、德

国、瑞典、日本、芬兰、爱尔兰、奥地利，在 20世纪 70年代首先经历了劳动力的去工业化。中国台

湾和韩国的劳动力去工业化分别发生在 1987年和 1989年，东欧国家波兰、斯洛伐克和捷克则发生在

苏联解体之后，分别在1995年、1997年和2003年开始。

本文采用Maddison数据，找出每个国家去工业化开始时间的人均GDP，并进一步根据Felipe等的

分组标准，识别每个国家去工业化开始的收入阶段[26]。表 2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列出了去工业化历程

开始的人均 GDP （按照 1990 年不变价国际元计算）和所处的收入阶段。除了丹麦、瑞典、奥地利、

意大利和新西兰，其他发达国家劳动力“去工业化”开始的时间均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其中大部分处

在中高收入阶段。但是，虽然都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不同国家制造业就业份额达到峰值的人均GDP绝

对值存在较大差异。匈牙利和波兰的制造业就业份额达到顶峰时，其人均 GDP仅有 5500美元左右，

不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一半。这说明，尽管大部分国家劳动力的去工业化都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

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挪威

澳大利亚

荷兰

比利时

丹麦

德国

瑞典

日本

芬兰

去工业化
开始年份

1953

1955

1964

1966

1966

1967

1969

1970

1970

1970

1970

1973

1974

对应人均GDP
（GK法）/美元

10 613

7 868

8 819

10 946

8 945

10 733

11 462

10 611

12 686

10 839

12 716

11 434

11 361

对应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国家

爱尔兰

奥地利

意大利

葡萄牙

西班牙

卢森堡

韩国

新西兰

匈牙利

冰岛

波兰

斯洛伐克

捷克

去工业化
开始年份

1974

1977

1980

1980

1980

1985

1989

1989

1992

1994

1995

1997

2003

对应人均GDP
（GK法）/美元

7 042

12 767

12 927

8 044

9 203

8 027

13 869

5 510

5 623

对应收入阶段

中低收入阶段

高收入阶段

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高收入阶段

中低收入阶段

中低收入阶段

中高收入阶段

表2 高收入国家去工业化历程开始的收入阶段①

①数据来源：表中第二列去工业化历程开始时间来源于艾肯格林等[24]，第 90页，表 4.16；第三列人均GDP （1990年不变价国际元）
来源于Maddison数据；第四列的收入阶段标准来源于Felipe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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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出现的具体人均收入水平并不一致。

本文选取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基尼系数下降的转折点出

现的收入区间。由于大部分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数据从1960年开始，且大多数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

的时间较早，没有中等收入阶段的收入分配数据，因此本文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地区、已经成

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分配数据包含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作为分析样本，寻找该经

济体收入不平等达到顶点出现的时间点和所处的收入阶段，具体包括美国、英国、芬兰、希腊、智利、

阿根廷、乌拉圭和韩国（表 3）。收入阶段划分

的标准来源于 Felipe 等[26]，美国在 1962 年进入

高收入阶段，英国在 1973 年进入高收入阶段，

芬兰在 1979年进入高收入阶段，希腊在 2000年

进入高收入阶段，智利在 2005年进入高收入阶

段、阿根廷在 2011年进入高收入阶段，乌拉圭

在 2012年进入高收入阶段，韩国在 1995年进入

高收入阶段。收入分配数据均来自联合国大学

世界发展研究所所收集的世界收入分配数据库

（WIID3.4_2017），其中包含了不同经济体不同

来源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本文主要是用基尼系

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所选用的样本

时间跨度为跨越高收入阶段前后的一段区间。

从表中可以看出，高收入经济体的收入不

平等的峰值均出现在中等收入阶段，即跨越高收入阶段之前。人均收入达到高收入阶段后的10年，各

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均有所改善，尽管英国和美国的基尼系数在 20世纪 60年代后又出现了上升趋势，

此时的收入不平等扩大属于另一个问题①。因此，收入分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是收入不

平等的峰值大多出现在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在即将跨越高收入阶段的前10年。倒U型曲线的顶点出

现在中等收入阶段，本文可以得出推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具有倒U型的特征。事实上，

中国、哥伦比亚、巴西、厄瓜多尔等国的基尼系数数据也支持了这一推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及其结构变迁过程内生于该国所

处的收入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本文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下，首先对比分析了不同收入阶段国家的土

地、人口、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方面的差异性，然后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

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能源消耗的非线性关系，并通过统计分析，识别了人口结构、

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拐点出现的收入阶段。文章展示了不同收入阶段国家之间要素

禀赋方面的差异性，支持了经济结构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这一事实，并且识别出这一拐

点大多出现在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高收入阶段。研究的政策启示是，中等收入阶段不仅仅是低收

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过渡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和经济结构不是连续的变

化，而是出现一种突变式的转变。转变传统的增长路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

型，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

美国

英国

芬兰

希腊

韩国

智利

阿根廷

乌拉圭

高收入阶段
起始年份

1962

1973

1979

2000

1995

2005

2011

2012

基尼系
数峰值

43.2

26.5

30.9

35.0

34.9

55.8

51.2

45.3

出现年份

1961

1972

1966

1995/1997/1998

1992

1990

2002

2007

对应收
入阶段

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数据来源：收入阶段划分数据来源于 Felipe等（2017），基
尼系数数据来源于世界收入分配数据库（WIID3.4_2017），表中
数据作者整理得来。

表3 高收入经济体收入不平等峰值出现的收入阶段

① 1960年后美国和英国出现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可能是由于全球化贸易的开展、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和劳动者技能的分化等原因
造成的，收入水平的提升不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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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具有三个鲜明特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地区间的巨大差距和新工

业革命的出现[27]。另外，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 2030年前达到峰

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持续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到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立足新发展阶段，培育新要素。“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均GDP即将跨越世界

银行高收入门槛，要素禀赋总量和结构均发生了明显改变。但与美国人均GDP相比，中国人均GDP

仅占其 20%，属于相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8-29]。中国需要加大基础研究人

才和资金投入，完善资本市场，挖掘数据潜力；第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各地

区发展水平和禀赋结构差异较大，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依托区域一体化战略，促进区域内的产业融合

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完整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第三，坚持系统观念，从需求

侧和供给侧角度，统筹禀赋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能源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经济社会结构的

转型；第四，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完善市场要素资源配置，建立各

类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的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

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改善、基础研究人才培育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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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ge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Comparisons on Different Income Phases

ZHU Lan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essence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

ics emphasizes the structure of an economy and the phasic, endogenous and dynamical features of its transfor-

mation. By summarizing the uniqu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 study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uses the multinational data to make static comparisons of

land, populations, capitals, technologies and data of economies in different income phases, and then builds a

fixed effect model to conduct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to reveal the nonlinear relation between per capita in-

come and demand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nergy structure. It finds that the

turning point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mostly appears in middle-income phase, especially in middle- and

high-income phases. It also reveals the mutation and importance of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income stage, which is conducive to comprehending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in the cur-

rent transitional and leapfrog development period.

Keywords: development stag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quantitative analysi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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